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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农为本的帝制时期，天、地、人 “三才”理论一直是中国传统农业生
产的基本指导思想，而 “三才”理论的核心即是环境与技术。本文中，笔者以明清
时期畿辅地区的种稻活动为例，来分析生态环境与农业技术之间的博弈关系。笔者
认为，畿辅地区的水土环境、光照与气温制约着南方水田技术在此地的应用，畿辅
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亦影响着水田技术在该区的扎根与传承；南来稻作技术在对北
方旱地进行适应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畿辅某些地区的局地环境。在二者
的颉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环境对技术的制约，农业技术必须以尊重环境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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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传统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
依赖土地里生产出的粮食来过活，农业毫无
疑问是当时整个社会最为倚重的生产部门，
而农业生产若要获得良好的收成，首先就要
处理好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早在
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时人所察觉，《吕氏春秋
·审时》篇中就精辟地提到 “夫稼，为之
者，人 也，生 之 者，地 也，养 之 者，天
也”。［１］后来，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们把这
句包含天、地、人关系的言论称为 “三才”
理论，并认为其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核心
指导思想。［２］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三才”理
论中的 “天”、“地”显然是指农业生产中的
环境因素，“天”具体指气候、气温、降水
等因子，“地”则指代地形、土壤质地、土
地肥沃程度等内容，而 “人”虽然是指人力
与人的勤劳，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指人对农
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一系列过程的干预，即
技术①的介入，所以我们可以把 “三才”的
关系看做环境与技术的关系。环境与技术的
关系如何？如何才能做到环境与技术的协
调？这正是历代农家所孜孜以求的答案。本
文中，我们以明清时期畿辅地区种稻实践为
例，来揭橥环境与农业技术之间的关系。
关于环境与农业技术的关系，学界已有
一些研究，其中亦不乏佳作，王建革、徐旺
生、萧正洪、张莉、原宗子等诸先生都对此
做过出色的个案研究，②其中最为详细、最
具代表性的当数萧正洪的 《环境与技术选择
———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
萧氏以清代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对黄土高
原区、西北区、青藏高原区、西南区的农业
技术地理特征进行了分区的考察与论述，他
认为尽管上述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采
用的农业技术差别很大，但每个地区农业技
术的选择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当地生态环境要
素、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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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区来说，最合理的技术不一定是当时
最先进的技术，而恰恰是能与当地环境相适
应、最因地制宜的技术。萧氏描述的是一个
地区在漫长的时段里，由于受其周围生态环
境的影响而主动采取的一系列与当地环境相
适应的农业技术的现象，但对于把一套原本
不属于某个地区环境的农业技术机械地 “移
植”到此地区的现象却没有提及，而后者与
前者一样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当把一个地区
的农业技术照搬到另一个不太适合此技术的
环境中时，就会造成外来技术与当地环境的
不协调，环境与技术处于博弈与颉颃的状态
中，这样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研究技术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
元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南北
方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帝国政治中心与经
济中心的偏离，加之人口的迅速膨胀，使得
京师粮食供应无法依赖于其周围的落后农业
地区，只能采取漕运办法，从帝国的基本经
济区———江南来获取粮食以满足京师百官及
驻扎军队的需求。但是漕运并不是解决京师
粮食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首先，维持运河
的通航需要大量的费用与人工；其次，漕运
用水与沿运河农业灌溉存在着矛盾；再次，
漕运加重了江南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南
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最为严重的是，漕运
使得京师仰给于江南，帝国对运河的依赖性
增强，一旦遇上战争，漕运被敌人或农民起
义军所控制或切断，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这些弊端促使一些政府官员与有识之士
开始思考在京畿发展农业生产，增强京畿地
区的粮食自给能力，相应地减少对南来漕粮
的依赖。于是他们开始躬亲实践，在畿辅地
区推广种植水稻，把南方的水田技术应用于
干旱的北方，此潮流在明清两代甚为盛行，
尤其在雍正年间以怡亲王允祥为首的大规模
水利营田活动中达到了顶峰。下文将对畿辅
种稻实践中所涉及的环境与农业技术间的矛
盾及其发展进行论述，以期在更深的程度上
揭示二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二、畿辅地区的环境及其对南来
技术的制约
　　畿辅一词，泛指京城及其附近的地域，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但对其畿辅的范围，
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本文采用现代
地理学的概念，将畿辅的地理范围限定为北
纬４１°以南的清代直隶省部分。该地区大部
分处于海河流域范围，属于现代概念上黄淮
海农业区的一部分，此区域的气候特征基本
是：年降水量较小且降水分布不均，降雨大
多集中于夏秋，冬季少雨干燥，春季多风、
干燥，再加上较低的气温，使得畿辅地区种
稻存在着严重自然条件的制约。虽然从历史
的长时段来看，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有些时
段，或局部地区较为适合水稻的生长。但总
体而言，这一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水田种
植。但是，发展京畿地区农业生产、解决京
师粮食自给的热情使得畿辅种稻运动的倡导
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此地种稻所面临的
严峻自然环境的制约，连著名农学家徐光启
都极力鼓吹北方适合种稻，对于前人提出的
风土说，他不以为然，认为 “风土不宜，或
百中间有一二”，［３］而林则徐则更加乐观地宣
称 “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４］所
以，当他们把南方的水田技术照搬应用于畿
辅更广大地区的时候，便遭遇到来自当地自
然环境的一系列挑战。
水稻在畿辅地区生长遇到的首要障碍即
是水源的不足，俗话说 “稻非水不生。”作
为需水量最大的农作物之一，稳定的水源是
水稻成长的关键保障，古代农家认为： “稻
自插秧以后，须水养一百二十日，方能收
获，则此一百二十日中，资于水者重矣。”［５］
在雨量充沛的南方泽国，除了极个别干旱年
７４
明清畿辅地区水稻种植中环境与技术的颉颃
份之外，维系水稻生长所需要的水资源基本
不成问题，而在干旱的北方，降雨量少且春
夏尤其少雨，这就导致了水稻在育秧或移栽
时没有充足的水分，致使 “栽插难以及时，
苟过其时，秧节已老”，［６］即使勉强插秧，也
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降水来支持水稻移栽以后
的生长。灌溉是解决降水不足的最有效措
施，南方有一套发达成熟的灌溉技术，这从
《王祯农书·灌溉门》所罗列的各种灌溉器
具中即可看出，水田灌溉对其粮食增产起到
重大的作用，袁黄甚至夸张地宣称 “江南之
田，全资灌溉”。［７］相比之下，北方的灌溉技
术则十分落后，以致左光斗就曾感叹道 “北
人不知水利”。［８］虽然南方水利灌溉技术亦通
过一定途径传到北方，但是南方传来的复杂
的灌溉技术却很难被北方人们所掌握，即便
水车技术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但由于水车价
格的昂贵和易损坏的特征，还是没有多少人
能够承担得起租买和维修水车的费用，畿辅
地区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制约，大多数地区在
耕作制度上只能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即使
在水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也只能在一年仅种
一季水稻，不像南方那样可以一年两熟、三
熟或种植双季稻，这样的环境使得一年中可
能只有很短的时间才能用到水车，在其他时
间里水车只能闲置，水车的利用率低亦是阻
止水车在畿辅地区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降
水不足加之没有良好的灌溉技术，使得畿辅
种稻运动举步维艰。水田技术的适用范围被
紧紧局限于水源充足的河流及其支流沿岸或
有泉水之处。除了玉田、永平、丰润等县的
部分水源充足的地区外，其他即使是已经种
稻的土地，几年之后，也大多改为旱田，乾
隆十年修 《宝坻县志》中记载着本邑在雍正
年间所经营水田的命运， “后率改为蔬圃，
其现存者只十之三。”［９］在其他缺水地方，水
稻种植也大致经历了类似的遭遇。
畿辅地区水稻种植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则
是恶劣的水土环境，畿辅地区降水不均，旱
年降水量接近西北地区，丰水年降水量甚至
超过江南地区，［１０］加上土性浮松，河湖多淤
塞，一遇暴雨，则岸溢堤决，水势散漫。保
定一份地方志中记载了大水对当地稻作的影
响，“稻不产，盖隄南地薄，堤北水大，稻
宜水，而水大即租种，又十年九潦焉。”［１１］
同时畿辅地区的水土环境不仅影响着南来技
术在此地区的应用，还直接影响到南方水田
技术知识在畿辅地区的传承。王利华以出色
的工作证实了在公元３—９世纪的中古时代，
华北地区具有一个丰水环境，湖泊泽薮数量
众多，河流在枯水期仍能保持一定水量，水
稻种植规模亦甚为可观，［１２］但后来自然环境
日趋恶化，河淀淤塞甚至消失。迨至明清时
期，直隶境内 “河道半皆淤滞，沟渠亦多荒
废”，［１３］干旱时期，无水灌溉，一遇暴雨，
水利失修，河闸不通，又使得洪水肆意涌
动，破坏农田。恶劣的生态环境使得此地区
的稻作极不稳定，有些地区只在丰水时期种
稻，一旦缺水，又开始种植黍、麦等旱地作
物，而种植旱地作物时间一长，先前学会的
水田技术就会遗忘，所以畿辅水利的倡导者
要经常从江南召农师来北方传授水田技术，
这是畿辅生态环境不稳定导致从南方传来的
水田技术系统不稳定的一个有力的证明。③
气温与光照条件亦是制约畿辅水稻生产
的因素之一，水稻生长期所需的最低平均温
度不能低于２０℃，而直隶的北半部分，每
年只有三个月的平均气温在２０℃以上，［１４］加
之明清时期处于被灾害史学家称之为 “明清
宇宙期”的灾害群发期，气候比以前更加寒
冷，当时整个黄淮海地区的气候呈现寒冷
化，气温比现代低，［１５］无霜期最短时仅有
１２０天，所以留给水稻的有效生长期很短，
这使得原本在南方可以正常成熟的水稻品
种，在畿辅地区就有可能因为生长期不足而
不能正常成熟。北宋时何承矩、黄懋曾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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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屯田种稻，由于其没有种稻经验，第一年
错用了南方的晚熟品种，结果当年 “值霜早
不成”，［１６］后来改用江东早稻才获得丰收。
清初胡淓的 《稻田议》中亦记载了畿辅地区
种稻在时令方面的担忧： “布稻在谷雨后，
早则坏于地霜。插秧在夏至前，迟则槁于白
露，啄于凫雁。”［１７］同时南北方不同的光照
条件也对南方稻种在北方的种植产生影响，
徐光启在其 《北耕录》里记载了他在天津植
稻时一个亲身经历， “丙辰初到天津，用南
稻种，田师孙彪用干大粪，每亩八石，是年
稻科大如碗，根大如斗，而含胎不秀，竟不
收。不知是粪多力峻耶？抑为新地不能当粪
力耶？抑为南种土性不宜耶？”［１８］用现代农
业科学来看，其实这可能是由于南方水稻需
要短时间日照才能开花结实，而畿辅地区夏
日日 照 时 间 太 长，从 而 导 致 南 稻 不 能
结实。［１９］
　　三、南来水田技术对北方旱地环
境的调试与影响
　　南方水田技术传入畿辅地区后，受到来
自当地环境的一系列阻碍，而没有在当地获
得与在其技术产生的南方地区同样的效果。
这种环境———技术不协调的关系被一些畿辅
水利领导者们所注意到，于是他们开始针对
北方不同的环境对此地种稻策略做出一些改
变。袁黄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其 《劝农
书》中，他针对南北方环境不同的特点，对
南方某些农业技术在形式上加以变动，以适
合北方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论述天时的时
候，他认为南北气候不同，所以不必拘泥于
古农书里提及的农时，而应该因地制宜；谈
及保存种子之时，他认为南方地卑多湿，所
以种子通风悬挂，而北方冬时甚寒，所以种
子宜窖藏；提到水稻浸种之法时，他认为北
方不宜直接采用南方 “浸水中三日，漉出纳
草篱中，晴则暴暖，溢以水日三数”的方
法，而应该根据北方地冷阴寒的环境 “浥以
温汤，候芽出，然后下种。”［７］１３同时，由于
江南和畿辅风土环境的不同，有人认为南方
的稻作技术不能直接应用于畿辅地区，而主
张聘请畿辅地区的种稻老农来传授水田技
术，如桂超万在给林则徐论营田的上书中认
为：“抑或募玉田、磁州等处种稻之农，风
土略同，往来较便。”［２０］
针对畿辅地区水源短缺与年降雨不均的
情况，种稻倡导者们一方面在畿辅地区兴修
水利，雍正年间怡亲王在畿辅的营田活动就
是以水利工程为前提的，他与助手陈仪调查
各地水利溃堤情况，疏浚河道、筑堤障水，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主张发展农田水
利，像江南那样开圩田，在整治中亭河之
时，大兴圩田，史称 “町畦相望……王谦、
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５］２７袁黄任宝坻
县令之时，曾教民艺稻，在县城东南的葫芦
窝村和四衙所创城边洼地做圩，很好的解决
了畿辅地区 “潦不能御水，旱不能蓄水”的
弊端，［７］９同样的圩田图我们可以在 《永年县
志》中找到；另一方面，他们还对南方灌溉
工具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如鉴于南方水车
在北方使用不便，朱潮建议北方汲水采用前
人徐士芬所改造的水车，这种水车不但操作
简单，“左提右挈，水即上升”，适于对水车
不熟悉的北方农民使用，而且还有 “随处移
用，运掉轻灵”的优点，能较好满足北方水
资源分布零散的实际情况。他建议招募工匠
制造此车，教民使用，此车 “较南方水车为
便，”［２１］但囿于史料记载，不知此车在畿辅
地区是否得到推广；此外，他们还从南方引
入抗旱的占城稻或直接种植旱稻，来应对畿
辅地区水资源的缺乏，有的县水旱稻比例竟
达到１：９。［５］４８１
针对畿辅地区气温低、水稻有效生长期
不足的事实，畿辅种稻实践者们积极使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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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早熟稻种，以保证给予水稻以足够的生长
时间。在西北水利倡导者包世臣的一份提议
中，他建议畿辅种稻的稻种应 “用安徽早粳
七分，苏杭晚香三分”，［２２］大概就是基于这
种考虑。１６１２年的 《真定县志》中就记载
了一个叫做 “夺麦场”的品种，方志称其特
点为 “最早熟”，［２３］这很可能就是南方早熟
品种 “麦争场”，崇祯 《松江府志》曾对此
品种有过记载：“麦争场，以三月种，六月
熟，谓与麦争场也。松江耕农稍有本力者，
必种少许，以先疗饥。 《农遗杂疏》曰：此
种早熟，农人甚赖其利，新者争市之价贵
也。若荒年新稔则倍称矣。”［２４］此外还有其
他早熟品种，明嘉靖十九年的 《河间府志》
中记载在一种名为 “小青稻”的早熟品种。
康熙皇帝亲自培育的御稻，亦是一种早熟品
种，据清人吴邦庆 《泽农要录》记载，此稻
“四月插秧，六月可熟”，［５］４７９再加上一个月
左右的秧龄，全部生长期三个多月，亦是种
极早熟的品种，不但能够在畿辅北端的承德
生长，甚至可以解决北方口外种稻 “至白露
以后数天，不能成熟”［２５］的尴尬状况，并在
直隶省的宛平、涿州、房山等地得到了推
广。［５］４７９此外，在畿辅地区特殊的环境中，
还培育出了些特殊优良稻作品种，如天津葛
沽地区培育的葛沽稻，在明末清初就已闻名
遐迩，被誉为几乎能与南方的嘉品 “白玉
堂”稻米齐名，［２６］清人周楚良在 《津门竹枝
词》诗中赞曰：“作粥葛沽稻粒长，汁滤晶
碧类琼浆。”光绪 《玉田县志》中亦记载彼
地的一种优良品种， “城南围里产稻，粒小
而腴，皆称异品”。［２７］此外，在地方志中能
搜罗到的畿辅佳稻还有京西稻、保安稻、玉
塘米、桃花稻、石窝稻。
在江南传来的水田技术正在慢慢调整自
身以适应畿辅地区寒冷干环境的同时，南方
水田技术的应用亦在一定程度上对畿辅地区
的环境产生一些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水
稻作为一种人工湿地，对其所在地区具有环
境调节功能与生态效益，在调控局部气候与
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在干旱的北方，水田更具有更大意义，它在
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业景观。清康熙年
间蓝理在天津营田颇有成效，使得当时城南
洼地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史称 “雨后新
凉，水田漠漠，人号为小江南”。［２８］在行唐
县，种稻之处 “倚桥为闸，随塍为沟，数里
皆稻，从前所未有也，”每值夏日，“秔稻正
肥，芰荷交香，互发风景，颇似江南。”［２９］
束鹿县开始种稻后， “城南八里外，皆水田
也。黄鸟嘤嘤，青秧剌剌，竟是一片小江南
云。”［３０］同时，在某些水源条件充足的地区，
水稻种植成为了一种传统，并一直延续不
断，经过长时段的淹水耕作和水稻的种植，
此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耕作土壤———水稻
土。水田技术的应用也对畿辅地区的环境产
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根据永年县马之麟记
载，明嘉靖年间，郡守瞿公在广武城旁低凹
斥卤之区种植水稻，稻田阻碍了城西北之水
的泄泻，余水无所归处，遂堆积在城边，使
得傍城之地成为了 “不涸之浸”。［３１］甚至在
有些地区，农民为了眼前利益而在湖淀围圩
种稻，严重破坏了河湖的容水、蓄水与泄水
能力，如号称畿内大泽的七里海、西淀，在
明清时已经被大面积围圩耕种。
　　四、结论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显
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初始的金属冶炼业可
能仅局限于矿石能源富裕的地区，精耕细作
的农业也不会在地广人稀的背景下出现，环
境为技术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舞台，是技术发
展的原动力。在中古以前的华北地区，由于
河湖众多、水源丰富，具备发展水稻生产的
条件，所以当时北方地区有着发达的稻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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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术体系。元明清
时期，北方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得干冷，
河湖半数被淤塞，生态环境的变化失去了种
植水稻的条件，所以水稻技术亦已停滞，当
欲发展水稻生产之时，只能向南方寻求技术
支持。
环境对技术有制约作用，从南方稻作技
术传入畿辅地区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当地
环境的严重约束，在水资源缺少的畿辅地
区，水田被牢牢局限于河、湖、泉的旁边，
而在广大的干旱地区，由于水源严重不足，
即使在行政命令强迫下改种了水稻，但当地
农民以挽灌为苦，加之恶劣的气候条件与水
土环境，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大多数稻田
又改为旱田或蔬圃，所剩稻田只有十之三
四。正如卜正民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评价雍
正年间营田效果那样，“（营田）一个世纪以
后，一些最初种植水稻的土地仍在种植水
稻；而在另外一些县，水稻种植迅速消失，
就像它当初迅速来临一样。”［１４］１３０环境的制
约是显而易见的。
环境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是单维度的制
约，而是二者不断地影响与消长。在畿辅地
区，从南方传来的水田技术根据当地的环境
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采用了早熟、耐旱和
耐瘠的抗逆性品种；对水车的形制进行改
造；疏浚河道，并大量建设圩田。此外，在
畿辅特殊的环境中亦培育出一些优良的稻作
品种，如康熙御稻、葛沽稻以及后来以葛沽
稻为基础的小站稻。
水田技术的应用也对畿辅的环境产生了
一些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工湿
地的面积，改善了当地的农业景观，保持了
生物的多样性，形成了水稻土等等，但是需
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水田技术受到环境制
约，在畿辅地区发展有限，故而水田技术的
应用所影响或改变的只是畿辅地区的某些种
稻区的微观环境，对整个畿辅地区的大环境
影响甚少。在另一方面，围湖建圩与水稻的
种植也给当地环境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
得河湖蓄水、泄水能力遭到了破坏，加速了
河湖淤塞与水灾发生的频率。
从这场环境与技术的战争中亦可以看
出：在传统时代，环境对农业技术有极强的
制约作用，农业技术很难突破生态环境的瓶
颈，虽然农业技术对环境亦有反作用，但相
比前者来说，这种反作用的力量要小得多，
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要顺应环境，作为技术主
体的 “人”要尊重作为环境的 “天”与
“地”，要顺天时，量地利，而不可逆 “天”
而行。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畿辅地区本来
就不适宜大范围推广水田技术，但是环境的
不宜被明清时一些畿辅种稻倡导者有意或无
意地忽略，他们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广
水稻，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在人类技术正
越来越多地施加于环境，已引起环境发生异
常的今天，学会尊重环境、在环境许可的范
围内施用技术则显得更为重要。［本文受中
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技知识的创造与
传播”重大项目资助。论文英文版在 “中研
院”主办的东亚环境史会议中宣读并收入刘
翠溶主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中，本文
在英文版基础上有所删减。论文写作得到业
师曾雄生研究员的指导，宋元明同学亦协助
做了部分文字修改工作，一并感谢］
　　注释：
①本文拟采用人类学的视角，扩宽 “技术”一
词的范围，把人类对农作物一切生长过程的干预包
括作物品种的选择、对农时的安排都称作广义的
技术。
②详细研究请参见王建革 《近代华北的耕作制
度及其生态与社会适应》与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
生态与社会》、原宗子 《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与地理
环境的关系》、萧正洪 《清代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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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自然生态环境》、徐旺生 《水稻与中国传统
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技术与环境》、张莉 《从
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等相
关研究成果。
③王建革在其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
会》中提出，如果生态长期稳定，技术亦会随之稳
定，并形成一套北方稻作技术形态。笔者认为生态
不稳定导致水田技术不稳定的典型例子是宁河县，
万历年间，袁黄任县令，教民种稻，刊 《劝农书》
详言插莳、灌溉之方，行之有效，但水田稍后便成
为遗迹。清雍正年间营田时其民又不懂水田技术，
直到道光年间，还有县宰乔邦哲因邑民不知水利而
教民种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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